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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新疆地區民族語文使用環境的基本概況

新疆地區舊稱西域，自古以來便是我國西北民族與文化交流薈萃的十字路

口。從西漢時期開始，新疆地區便成為中原王朝向西經略的重要目標與根據地。

今日以天山南北路為主要範圍的新疆地區，係為清乾隆25年（1760年）平定準噶爾部與回部兩地後，才正式成為清代的直轄領土。清光緒10年（1884年），清廷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新疆改制建省，此一規模爾後繼續為國民政府所承襲。1949年中共建政後，於1955年10月1日取消原新疆省建制，改為同省一級的民族區域自治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迄今。

目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面積為165萬平方公里，幾佔大陸總面積的六分之一，為中共行政區劃中之最大者。按中共建政後，由於與外蒙及前蘇聯重新勘定邊界，將原新疆省北部阿爾泰山區之布爾根河流域，以及西部的帕米爾高原的主體部份分別畫給外蒙及前蘇聯，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較原新疆省減少約㈦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依據中共民族區域自治及行政區劃的原則，目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之下轄有㈢個直轄市（烏魯木齊、克拉瑪依、石河子）、七個行政公署（哈密、吐魯番、塔城、阿勒泰、阿克蘇、喀什、和田）、與五個民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在此三級區劃下，共有74個縣、8個縣級市與6個民族自治縣。

新疆民族人口成份複雜，依據1982年中共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新疆共有47個民族，其中人口在一萬人以上的民族有10個。又依據1990年中共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新疆總人口數為15, 156, 883人。其中依民族成份區分，維吾爾族人數最多，有7, 191, 845人；其次為漢族，有5, 695, 409人；再次為哈薩克族1, 106, 271人、回族682, 912人、柯爾克孜族141, 840人、蒙古族138, 021人等。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新疆總人口數為18,459,511人。其中以維吾爾族最多，人口為8,345,622人；其次分別為漢族1,245,023人、哈薩克族1,245,023人、回族839,837人等。
自1949年以來，新疆總人口數已增加近三倍，平均每年增加6.33％。新疆人口逐年增加，主要的原因在於外來人口的大量遷入，這其中又以漢族最為明顯。保守估計，在1949年時，新疆漢族人口僅為291, 021人，以今日560餘萬相比，半個世紀以來其增長律幾近30倍，可說是新疆各族之冠。分析此一現象，主要是因中共歷年來藉「支邊」或「三反」、「文革」等政治運動之名義，誘使或迫使大批內地漢族遷徙至新疆定居所造成的。漢族移民在新疆暴增的結果，亦將傳統新疆南北人口比例為之大幅改變。按1949年時南疆人口佔全疆總人口的70％。四十多年來漢族移民大多集中在北疆地區，導致南疆人口在全新疆所佔的比重相對下降。現在的情形是：南疆佔48％，北疆佔38％，東疆（包括烏魯木齊）佔14％。漢族移民在新疆主要居住在都市與城鎮，以及具有軍屯性質的生產建設兵團（俗稱團場），這與維吾爾族主要分佈在綠洲農村，以及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分佈於牧區的情形有別。近幾年來，隨著北疆鐵路阿拉山口段（在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內）與歐亞鐵路接軌的完成，以及南疆鐵路與塔里木盆地石油開採工程的動工，加上長江三峽移民安遷計劃，這些因素對於今後新疆漢族人口的增加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漢族人口隨新疆經濟發展而明顯增長的趨勢，對於當地民族、宗教關係已十分複雜的情勢，更投下了不穩定與緊張的因素。

新疆當地的土著民族以突厥系民族為主體。其中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等。此外，居住在帕米爾高原的伊朗系民族塔吉克，亦是新疆地區另一支具有悠久歷史傳承的土著民族。經過1950年代中共的民族識別工作，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塔吉克等族，與散居全國的回族，以及分佈在甘肅、青海的東鄉、保安、撒拉等，共同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中十個全族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民族」。從人數與族別的角度而言，新疆可說是大陸突厥系穆斯林民族最主要的分佈地區。其中維吾爾族不僅最具有代表性，同時該族也是新疆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下的主要自治民族。

維吾爾族是中國西北地區一支歷史悠久的民族。早在西元4世紀時，維吾爾族的先民就正式以「袁紇」（應為「韋紇」之誤）一名，出現在漢文史籍記載中，當時屬高車的一個部份。唐代中期以降，乃以回紇、回鶻等名繼突厥之後稱雄於漠北。西元九世紀中葉，回鶻被其西北方外族黠戛斯所破，其眾分散至天山北路、蔥領東西部與河西走廊一帶。此不僅開啟回鶻西遷與加速新疆民族文化成份趨向突厥化的歷史序幕，同時也揭示回鶻由原游牧民族轉為定居民族的既成事實。自宋代以降，西遷新疆的回鶻後裔始以畏兀、外五、畏兀兒等名出現在史冊之中。清代前期開始，天山南路一代始稱回疆，當地原畏兀兒等定居之突厥系民族，被稱之為纏回或纏頭回。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五族共和論中的「回」，係泛指全中國的穆斯林民族，其主要為新疆的纏回與內地的漢回（回族）綜合體。民國以來，到中共建政，原來纏回等語義不明的稱謂，才為「維吾爾」一名所取代。

二、維吾爾語的形成、定位與基本特色

（一）、維吾爾語的形成和分類屬性
    維吾爾語為維吾爾族的主體語言。依據大陸學界的區分，維吾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中國境內的突厥語族分為西匈語支與東匈語支兩個亞支。其中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塔塔爾語、烏孜別克語、撒拉語等屬西匈語支；
柯爾克孜語、以及甘肅部份的裕固族（舊稱撒里畏兀、黃頭回鶻，即唐末西遷甘肅的回鶻的後裔，與維吾爾族保有一定的族屬關係）語言屬於東匈語支。一般論及維吾爾語的定位問題，多從阿爾泰語系（Altaic language family）的發展與分佈著手。按阿爾泰語系與其同位階的漢藏語系（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與印歐語系（Indo – 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等五個語系，共同建構出中國民族語言的整體內容。

中國東北與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所使用的語言，幾乎都屬於阿爾泰語系。除中國外，阿爾泰語系尚分佈在外蒙古、前蘇聯的西伯利亞、中亞、外高加所等地區，以及伊朗、阿富汗、土耳其與東歐的部份國家中。在語言學的分類上，該語系又分為突厥、蒙古、滿－通古斯等三個語族。由於對阿爾泰語系三個語族之間是否有親緣關係，語言學界的認識不同，形成兩個學派。一派認為有親緣關係，也就是在三個語族各自的共同語之上還有一個原始阿爾泰語，其較為具體的內容的構擬尚在進行中；此派亦承認三個語族之間諸語言有相互影響的關係，但認為其屬於次要的現象。另一派則認為三個語族之間沒有親緣關係，因此沒有構擬原始阿爾泰語的必要；至於三個語族彼此在類型上的一致性，認為應該是語言互相影響的結果。還有的學說游移於兩派之間，認為可以把三個語族之間有親屬關係做為一個假說來看待，等到比較研究取得近一步的成果後再作結論。

在語言的型態上，突厥、蒙古、滿－通古斯等三個語族在類型上有其一致性，三個語族的語言都有元音（母音）和諧律，以級輔音（子音）構成的基本共通性。

此外，三個語族也具有十分接近的語法成份。在語言屬性的歸類上，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屬於膠著語（又稱黏合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即在不改變字、詞幹的情況下，字、詞的形成、屬性時態的確定與句義的組合，主要靠字、詞幹單次或多次綴加豐富的附加成份所組成。世界上與阿爾泰語系諸語言同屬膠著語的，尚有歐洲的匈牙利語、巴斯克語（Basque）、烏拉爾（Ural）語系諸語言、與高加索地區部份語言，以及亞洲的達羅毗荼語（Dravidian）、以及日語、韓語等。

（二）、維吾爾語的基本內涵與特徵

當代維吾爾語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語音與句法構成已趨於更為規律與定型化的發展。目前有八個元音音位，分別是：i、e、ε、a、o、ø、u、y。其中i、e、ε是展唇的前元音，ø、y是圓唇的前元音；而o、u則屬於圓唇的後元音。在輔音方面，當代維吾爾語共有二十四個輔音音位。其中，塞音、塞擦音與擦音部份因發音原則而有清音與濁音之分。維吾爾語的元音與輔音，幾乎都符合突厥語族諸語言中普遍存在的和諧律規定。有關語音和諧的要素，主要表現在下列四個方面，即：甲、舌位的前後；乙、唇狀的圓展；丙、音節的開閉；丁、音位的清濁。此外，元音與輔音之間形成音節亦有其規律性，像是兩個元音之間必須有輔音音位，或是連續出現輔音一般不會超過兩個。在當代維吾爾語中，凡是出現連續雙元音或三個相接的輔音，基本上都是非突厥語族諸語言的外來語。

在古代維吾爾語中，已有部份古中亞語言成份融入其中。10世紀末開始，隨著蔥嶺西回鶻（即喀喇汗王朝）開始皈依伊斯蘭教，以及新疆地區伊斯蘭化現象的普遍形成，古代維吾爾語中又加入了大量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詞彙，以因應外來宗教文化衝擊的新趨勢。而同樣擴大外來詞彙使用的現象亦發生在近代。隨著清末民初新疆局勢的複雜化，俄語詞彙便成為維吾爾語中適應西方文化（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主要借詞來源。另一方面，自中共建政以來，新疆成為中共政權有效控制的少數民族省區，中央政府對新疆全面社會主義化支配形式嚴密之程度，實為史上所罕見。此外，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教育事業的普及，加上開放改革以來市場經濟的衝擊與社會訊息流通的增加，這些也使得漢語詞彙成為當代維吾爾語吸收外來文化用語的另一主要來源，其影響所及，甚至有部份取代原先俄語化的維吾爾語詞彙的趨勢。這個現象再次說明了語言使用的環境，與周遭社會文化變遷的脈動，是有著一定的互動關係。新疆自古以來就是民族文化普遍交流的十字路口，維吾爾族做為近千年來人口最多的土著世居民族，其民族語言的內涵，亦須隨著文化環境的變動而產生有效的適應。雖然在蒙古成吉思汗後裔統治新疆的一段時期中（主要指東察合台汗國及其後續時期），新疆地區一度以文化內容較為豐富的波斯語為主要的書面語，但維吾爾語做為主體土著語言的地位仍未曾被有效地取代。而近年來漢語詞彙大量入借維吾爾語中，也說明了漢族與維吾爾族之間的互動關係，亦較以往來得密切。

新疆地區幅員遼闊，維吾爾族的分佈也十分廣泛，因此維吾爾語中的方言化現象是很明顯的。在方言的分類上，維吾爾語分中心方言（以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北廣大地區為中心）、南疆西部的和田方言和南疆東部的羅布方言。一般而言，中心方言較有代表性，當代維吾爾語的書面標準語便是以中心方言為基礎。三個方言的差距現象並不像藏語中的衛藏方言、安多方言與康巴方言般如此地明顯。維吾爾語中的方言化現象主要的差別是表現在語音、詞彙和語法上。其中語法的差異最能表現出各地方言區別的程度。至於各地存在語音上的不同，有些語音特點只表現在部份詞中，沒有普遍性；有的語音特點有嚴密的對應規律，不僅表現在詞中，還表現在構詞和構形附加成份中。而這種具有系統性的語音差別是方言劃分的重要依據。有關詞彙的差別，則主要表現在基本詞彙和常用詞彙的使用上。總體而言，當代維吾爾語的標準音是以伊犁－烏魯木齊語音為基準。

三、古代維吾爾文字的發展與演變

維吾爾族除語言外，其文字表達形式亦是其表象文化的一大特色。一般而言，文字系統的出現，可分為自創與假借這兩種基本形式。維吾爾文的發展與演變應屬於後者。我國突厥語族諸民族本身具有文字使用系統的比例很高，但字母等書寫符號基本仍屬於向外假借的型態，且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是相當明顯的。早在西元㈥、㈦世紀以後，漠北時期的突厥系民族（突厥、回鶻等），已發展並使用一套象形文字式的符號文字。這種被稱為古代突厥魯尼文（Runic）的字體，因多以碑文形式，在近代時期於漠北鄂爾渾河（Orkhon R.）流域、葉尼塞河（Yenisey R.）流域等觸被大量發現而為中外學界所重視。魯尼體突厥碑文的出土與解讀，知名者如翁金碑、暾欲谷碑、闕特勤碑、闕利啜碑、蘇吉碑、色楞格碑等，已為研究突厥民族的起源與突厥語言原始形式的構擬等骨幹領域，提供了最重要的證據與信史材料。有關魯尼體突厥文的來源，在前世紀末、本世紀初最早解讀此一文字的丹麥和俄國學界，大多持源自西亞阿拉美（Aramic）文字之說。但近年來大陸學者如牛汝极等人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魯尼體突厥文屬象形文字，是東方故有文化的產物，基本上與阿拉美文無關。

按魯尼體突厥文雖已具備著文字基本型式，但其對於古代維吾爾文字的出現與正式使用仍有一段距離。漠北時期的回鶻，雖然在文字的使用上已有受到中亞定居民族文字系統的影響，但嚴格說來，回鶻人有系統地借其他民族文字來為自身語言趨向書面定型化的運用，則是在西遷中亞、新疆之後。一般而論，回鶻人在西遷之前就已開始使用源自中亞粟特文（Sogdian）的回鶻文，但在9世紀西遷後才廣泛使用。大陸學界將古代維吾爾人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寫回鶻文的時期，稱為「早期回鶻文」。回鶻文字母因時期不同，其字母數目也各異。普遍認為，回鶻文字母最少有18個，最多達23個。每個字母因出現在詞首、詞中、詞末位置的不同，形式也有所變化。其中以五個字母用來表示8個元音，輔音字母18個，共標計21個音位。
歷史上回鶻文主要成為高昌回鶻王國的代表性書面文字。也由於回鶻文的廣泛使用，以及近代大量回鶻文文獻的出土，使得研究高昌回鶻王國在新疆統治的史實更邁向信史的階段。回鶻文文獻大體上分為三個類型，即典籍類、文書類和碑銘類。其中典籍類又分為宗教典籍（含經典、讚美詩、聖賢傳、懺悔錄、願文、感應記、教理問答）與世俗典籍（有曆書、醫藥書、史籍、文學作品）等兩種。在宗教典籍中，佛教、摩尼教的手抄本所佔的份量最多，其他亦有部份景教（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此外，回鶻文也曾經對周圍民族文化的發展起過巨大的作用。像是在成吉思汗崛起初期，就曾命令畏兀兒人塔塔統阿，以回鶻文字母為基礎，創造蒙古文字，這種回鶻式蒙文至今仍以舊蒙文之名繼續流傳使用。17世紀時，滿洲人又從回鶻文體化的蒙文中創制了滿文。雖然民國以來滿文已廢止不用，但今日新疆伊犁的錫伯族所使用的錫伯文，基本上可說是滿文的延續。除回鶻文之外，古代維吾爾人亦曾使用西亞的敘利亞文、印度的婆羅米文（Brahmi）與古藏文等。

回鶻文在新疆的使用，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與擴展而逐漸地受到局限。東疆的哈密、吐魯番等地因伊斯蘭教的傳入甚晚，所以直到明朝時仍繼續使用回鶻文。事實上，對於近千年來新疆與維吾爾族文字的使用，產生決定性與全面性影響的外來文化衝擊，基本上可將隨著伊斯蘭教傳入所帶入的阿拉伯字母而引發的變革，視為此一衝擊現象的代表。在回鶻西遷後以伊斯蘭化著稱的喀喇汗王朝時期，便開始出現阿拉伯字母化的古代維吾爾文。在此一時期中，成書於11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和《福樂智慧》是其代表著作。另一部著作是《真理的入門》。其語言、文字有人稱之為哈卡尼亞（喀什噶爾）語文，其與後來在中亞十分流傳

的察合台語文有些不同。按《突厥語大詞典》和《福樂智慧》是在28個阿拉伯字母的基礎上，根據突厥語的特點，酌予增加與減少部份特別的發音字母，如 P、v、z等，其作用在於使阿拉伯語字母中的語音結構，與屬不同語系的突厥語發音特徵產生適應結合的可能。由於《突厥語大詞典》和《福樂智慧》等書的內容豐富多元，其不僅成為中世紀突厥語文的代表性文獻，同時也為阿拉伯字母化的突厥語文在中亞發展的歷史趨勢揭開序幕。

隨著13、14世紀蒙古帝國的興起與察合台汗國的出現，哈卡尼亞文在新疆中亞一帶也進入到另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哈卡尼亞文原有的基礎上，當時居住在天山南北和中亞地區操突厥語族語言的部族和部落，逐漸開始使用一種在阿拉伯語與波斯文影響下行成的書面語言。由於這種語言最先是在察合台汗國的領域中所形成，所以稱為察合台文（Chaghatai）。

察合台文在原哈卡尼亞文的結構上，繼續擴充元音與輔音的數量，故有32個字母。其中有11個字母主要用來拼寫阿拉伯－波斯語源的詞彙。察合台文在表達音節結構上有以下幾項特點：1. 純屬阿拉伯－波斯語源的詞（外來語），其音節構成依阿拉伯－波斯文正字法拼寫；2. 阿拉伯－波斯語的詞語所連接的維吾爾語後綴以及維吾爾語固有的詞語，其音節構成依維吾爾語正字法拼寫；3. 有一部份維吾爾語固有的詞語，受阿拉伯－波斯語的正字法及回鶻文書寫傳統的影響，其音節僅由輔音構成；4. 語音和諧在文字上只反映在圓唇元音及某些輔音的一部份和諧上；5. 詞首、詞中、詞末音節裡的a、ε音，不因重音後移及元音的作用而出現音變的現象；6. 某些古語詞收尾的b、d、k、q音仍保有其字母的原形。

此外，察合台語文的另一個主要特點在於保留了12世紀以前回鶻文書面語的傳統，並滲入了相當一部份阿拉伯－波斯語源的詞彙。其文學作品在風格上明顯受到波斯文學的影響。其文學作品在風格上頗受波斯文學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以後，新疆與國外中亞各使用突厥語的民族的現代民族語言得到發展，於是察合台語文的作品便屬於古典文學的範疇。其大量文獻（包括文史哲、宗教、政法、醫藥、天文、地理等）除較晚時期的鉛印本外，多用阿拉伯語字母的各種手寫體書寫。

四、現代維吾爾文字的發展與演變

    察合台文由於在部份輔音t、z、s與元音o和u、u、e、a等在字母表達上的不一致性，在近代已凸顯出在學習上的不方便，故從本世紀30年代開始，便出現了改革式的老維吾爾文。老維吾爾文去掉了重複的輔音字母，曾加了數個元音字母，為維吾爾語文語詞的書寫增加了便利。但是原來維吾爾語文中吸收的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語借詞，卻仍按原來的形式書寫。1949年中共建政後，對原有老維吾爾文字母的元音部份予以簡化，使前後一共為30個字母。1954年新疆民族語文指導委員會又對上述文字中的個別字母做了修改，並且公佈了維吾爾文正字法，這便是使用到現在的老維吾爾文字母。
中共統治新疆後，隨著社會主義化政策的執行，新疆地方政府與當地在維吾爾族知識份子在著手改進老維吾爾文字母的同時，就開始醞釀文字的改革問題。經過1955至1957年維吾爾語方言的調查，維吾爾族語文工作者進一步地探討文字改革的方向問題，否定了1956年新疆第一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上提出的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字母，並根據大陸國務院批准的《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於1959年提出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新文字的草案。經過1959年新疆第二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的醞釀，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開始在小學試行。1964年《維吾爾新文字方案》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經國務院批准，並於1965年一月公佈後正式在新疆全面推行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按新文字系統在剛開始推行之初，全新疆各地學習、使用的情形相當熱烈，一時普遍掀起用新文字取代老維吾爾文字母的風潮。不過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民族語文工作陷入停頓階段，致使原訂繼續推行新文字的各項計畫未能實現。此一結果造成新文字用於大、中、小學教學和用於各類出版物的同時，又被迫恢復老維吾爾文字母。這種新、老兩種文字長時間並用的情況，形成了中、老年人繼續使用阿拉伯字母舊文字，青少年學習使用拉丁化的新文字的混亂局面。一般說來，維吾爾新文字補足了舊文字所缺少的元音字母，筆劃簡單，書寫較為便利。它包括了32個單個字母，其中26個是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相形之下，蘇聯在1947年以拉丁化字母為基礎所創造的斯拉夫字母化的維吾爾新文字，其中就包括41個字母與兩個符號，其增添新字母的情形則較為明顯。

由於現實使用情形的成效有限，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在新疆於1965年1月到1982年底，前後共使用了17年。1983年初，按《（新疆）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推廣維吾爾、哈薩克老文字的決定》（1982年9月13日通過的〈1983〉44號文件）的內容，宣告維吾爾新文字停止使用，恢復從前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老維吾爾文字。停用近20年的老維吾爾文字開始重新推廣使用後，開始出現正字法使用何者正確的爭議。為了解決這類問題，新疆自治區政府的民族語文工作委員會於1983年4月經過廣泛討論，按現代維吾爾語文學語言音位學原理和文字傳統，制定了現代維吾爾語文學語言字母表。（見附表六）這個字母表，對維吾爾語文中表示ø、y等兩個字母做了補充，並重新排定字母表的順序，固定了字母的數目與形式。依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1983年9月23日的指示文件，以及關於1984年1月1日開始推廣使用的通告，全新疆開始廣泛使用此一文字系統。

五、中國大陸維吾爾語文研究的特色

中共對少數民族語文進行研究與規範，一向是其推動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因為如要在民族地區實施社會主義改革與其他相關政策，在宣傳與執行的過程中就必須克服民族語言的障礙。可見，對於中共黨政體制欲支配少數民族、以求內部穩定的目的而言，掌控語文工具的政治實用性是最基本的工作。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的規劃下，進行了多次全大陸少數民族社會、語文與歷史的調查。此次調查範圍之廣、涉及民族之多，實為史上所罕見。此一全面深入與現況資料掌握的調查工作及其累積的成果，為中共的民族識別以及相關的民族工作奠定了推動基礎。在此情形之下，少數民族語文的使用、分類以及和其他語文間的互動關係，也在這次調查下獲取了一定的基本資料。由於包括維吾爾語在內的許多突厥語族語言，在新疆的使用範圍十分廣闊，加上民族關係的複雜性與敏感性，因此少數民族語文的調查與研究工作便成為當地民族政策的重點之一。為使文字使用、改革及語言規範化等問題，能得到較具體的實際情況，自50年代開始，維吾爾語的調查工作便在新疆全面性地展開。在這類的工作成果中，除一般的語文使用以及和其他語言關係等情形之外，當前維吾爾語的方言化現象亦得到了較整體性的認識。雖然對維吾爾語的方言化現象的分類、定位與特徵歸屬，在當時的民族語言學界仍有爭議，但對維吾爾語因方言化所導致在語音、語法和詞彙使用上的差異現象，卻在這類調查資料不斷累積、分析的情況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具體呈現。這些對於日後中共在新疆推行語文改革運動起著一定的指標作用。

目前中國大陸維吾爾語文的研究工作的特色，基本上可分為以下幾點：

1. 實用性與學術性兼具：由於民族政策的需要，目前大陸維吾爾語文的研究工作必須和語文實際的使用情況做有效的互動，這點大陸的科研單位與人員得地利之便，成果累積豐富。其中亦包括歷史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詞源考證等項目，基本上做到實用性與學術性兼具的情形。
2. 研究人員的多元性：除傳統漢族的研究人員外，出身新疆當地的少數民族學者的加入，使得維吾爾語文的研究工作更能結合民族特色。事實上，這種少數民族本身投入民族語文工作的例子，可說是大陸民族政策中落實「民族工作幹部民族化」的重要結果。由於黨政工作的宣傳、翻譯與教育都直接涉及語文的實際需求，因此，像新疆民族語文的研究與推動，有一定的比例是由維族等少數民族人士擔任。
3. 研究單位的多樣性：目前在大陸，有關維吾爾語文研究的重要單位，應是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學、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以及新疆烏魯木齊的新疆大學與新疆師範大學。在這四校中，師資培訓、教學重點（如維漢語教學、翻譯、語言學等）與學科認知等方面大致相同，但也有在專業學門上各持自身立場。像是中央民族大學與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大學之間對於當代維吾爾語的「格範疇」，究竟是保持原來六個格位或有所增加，北京與新疆的認知是有所不同。這方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則持中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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